
观念主义 ,还是语言主义 ?

———对石里克 、维特根斯坦与胡塞尔之间争论的追思

倪梁康

提要:　二十世纪初 , 尽管存在着在哲学意向 、哲学目标与风格 、哲学论题与方法之间的一

致性 , 在石里克 、维特根斯坦与胡塞尔之间仍然发生过一场争论 、甚至可以说是直接的冲突:问

题主要涉及对本质直观的理解。它首先通过石里克和胡塞尔之间的相互批评而表露出来 , 此后

又在石里克与维特根斯坦的谈话中得到继续。本文首先是对此冲突的一个回顾 , 但本文的基本

意图并不仅仅在于对这个至此为止一直被忽略的历史事实的发掘和再现———这只构成本文第

一节的主题 ,而主要在于对争论问题的重申与分析:什么是观念存在? 什么是对它的观念直

观? ———这是本文第二 、三节的讨论内容。尽管在第三节的结尾处已经给出了一个对胡塞尔与

维特根斯坦各自立场的小结 ,第四节仍然保持总结的形式 ,但眼光有所放开 ,一直扩展到对两种

时代精神的观察上:观念主义的和语言主义的。

关键词:　胡塞尔　　维特根斯坦　　石里克　　本质直观　　观念存在　　

作者倪梁康 ,男 , 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广州　510275)

从总体上看 ,在逻辑实证主义与现象学这两个流派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识 。首先可以想到的是:

这两个流派的精神领袖都与维也纳的哲学传统有不解之缘 ,他们都抱有传承莱布尼茨之遗愿的意向 ,

都在尝试建立一种普全的数理模式(universale Mathesis),无论是以“超越论逻辑”或“普遍自身认识”

的名义 ,还是在“普遍句法”的口号下。在此意义上 ,两个学派都承担起了将哲学建设为一门科学的责

任。虽然胡塞尔对当时的实证主义思潮始终持有警觉 ,认为它由于其经验主义的归宿最终是“怀疑的

消极主义(Negativismus)”而非真正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 us ,即“积极主义”), ①但现象学对经验

和描述的尊重却可以在逻辑经验主义那里找到共鸣 ,胡塞尔甚至可以说:“如果`实证主义' 相当于有

关一切科学均绝对无成见地基于`实证的东西' ,即基于可被原本地加以把握的东西的话 ,那么我们就

是真正的实证主义者。”②因此卡尔纳普完全有理由说 ,“我们的分析与胡塞尔作为目标提出来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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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理模式' (Mathesis der Erlebnisse)①和迈农的对象理论亦有共同点。”②

此外还有一个明见的基本事实:维也纳学派的两个代表人物石里克和卡尔纳普都在很大程度上

拒绝逻辑实证主义的标签 ,而宁可采纳逻辑经验主义的称号 。③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我们无须把胡

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对马赫等人的老实证主义的批判当作现象学与新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之

间冲突的前奏来加以讨论 。

而在现象学与维特根斯坦的关系方面 ,估计胡塞尔会愿意在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一段话下签下自

己的名字:“我们不可提出任何一种理论。我们的思考中不可有任何假设的东西 。必须丢开一切解释

而只用描述来取代之。”④特别是因为维特根斯坦在 1929年前后对“现象学”一词产生浓厚兴趣 ,并且

在其笔记和谈话中不断地使用它。⑤因此 ,维特根斯坦与现象学的合作与对话也并非完全不可能。维

特根斯坦在与石里克的谈话中曾对他自己的“现象学”定义说:“在现象学中所涉及的始终是可能性 ,

即是说 ,涉及意义 ,而非涉及真假。”⑥仅就这个论断而言 ,他的现象学理解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现象

学的理解几乎没有原则差异。

然而 ,在两个学派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仍然是不言自明的 ,即便这种分歧是在同一个哲学意向 、相

近的哲学目标与风格 、类似的哲学论题与方法下发生的。我们当然无法指望用一篇短文来将这些分

歧论述清楚。这里的文字只想着眼于这些分歧中的一个 ,而且是一个直接的分歧 、甚至可以说是直接

的冲突:对本质直观的理解 。它通过石里克和胡塞尔之间的相互批评而表露出来 ,此后又在石里克与

维特根斯坦的谈话中得到继续。

一

在这场历史上实际发生的冲突中 ,石里克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他在 1918年发表的《普

通认识论》中首先挑起一个针对胡塞尔的争端 ,主要是对胡塞尔在《逻辑研究》和《纯粹现象学与现象

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所提出的:“在这里[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中]声言有一种特

殊的直观存在 ,据说它不是心理实在的行为;如果有人无法找到这样一种并不包含在心理学领域中的

`体验' ,那么他便会被告知 ,他没有理解这门学说的意义 ,他没有深入到正确的经验观点和思维观点

之中 ,因为据说这需要付出`专门的和艰苦的研究' ” 。⑦

从语气上看 ,石里克的批评带有一些寻衅的味道。因此胡塞尔的反击也显得异常强烈。在《逻辑

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于 1921年再版时 ,他逐字逐句地引用了石里克的话 ,并且在其中加了重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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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 ,李幼蒸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1977年 ,第 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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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xt o f Phenomeno logical Movement , Den H aag:Martinus Nijhof f , 1981 , pp.202-228.中译文:李云飞译 , 载于张志林 、
程志敏选编:《多维视野中的维特根斯坦》 ,郝亿春、李云飞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5 年 ,第 109-130页;R.艾姬蒂:
《维特根斯坦对于经验的现象学再现》 ,徐英瑾译 , 《世界哲学》2004年第 1期 , 第 48-56页;以及徐英瑾的三篇文章:《维特根斯坦
的现象学之谜》 ,《复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 1期 , 第 78-86页;《维特根斯坦面向“现象学”的哲学转型—从〈逻辑哲学论〉到
〈略论逻辑形式〉》 ,《哲学门》总第十一辑 ,第 114-146页;《维特根斯坦:大打字稿》 ,《中国学术》2004年第 1辑, 第 310-324页 ,尤
其是其中的第三节 , 第 319-324页。

《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 ,第 63页。
M .Schlick , A l lgemeine Erkenntnislehre:Na turwissenscha f t l iche Monog raphien und Lehrbǜcher , I.Band , Berlin:Ver-

l ag von Julius Sp ringer , 1918.石里克的最后一句引文可以参阅:H usserl , Ideen I , 第 5页。



几乎是以一种愤怒的①口吻写道:“莫里茨·石里克的《普通认识论》表明 ,某些作者作起拒斥性的批评

来是多么舒适随意 ,他们的阅读有怎样的仔细认真 ,他们会果敢地将什么样的荒谬归属于我和现象学

……。熟悉现象学的人一眼便可以看出 ,我绝不可能说过在上面这段加了重点号 、由石里克强加于我

的出色声言;同样可以看出 ,他对现象学意义的所做的其他论述同样是不真实的。”

客观地说 ,除了最后一句批评还有待后面的讨论以外 ,胡塞尔的这个反驳基本上是合理的 ,尽管

他并没有进一步展开这里的论述。因为在他的所有论述中 ,本质直观或观念直观都被看作是一种心

理活动 ,它本身就是包含在心理领域中的体验。

接下来胡塞尔还对石里克的讥讽性批评做了回应。由于石里克的批评本身没有实际内涵 ,因此

胡塞尔的回应也没有涉及实际性的问题。②

在几年之后 ,石里克在《普通认识论》的第二版中删除了他的这个批评。但他仍然在一个脚注中

说明:“不要以为我被胡塞尔在他的《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前言中对我提出的过于尖锐的意见吓

住了 ,从而不敢对现象学的方法做出足够清楚的标示。”他告诉读者:之所以将第一版中对现象学方法

的批评予以删除 ,乃是因为胡塞尔指责石里克对“观念直观”的理解有误 ,即以为观念直观不是一个实

在的心理过程 。因此 ,他解释说:“由于我觉得 ,在完成对现象学的`观看'来说必要的对所有现实之物

的`加括号'或`排除'之后 ,剩余下来的不是任何实在的意识过程 ,而仅仅是一个抽象 ,因此而产生出

一个误解 ,而对这个误解的澄清完全不会涉及到在这些文字中所提出的针对现象学的论据。”③

石里克这段文字的含义初看起来有些含糊 ,但仔细读来 ,里面表达的意思不外乎两层:其一 ,他承

认第一版中对胡塞尔的那段批评是个误解 ,因此在第二版中删去;其二 ,他坚持认为 ,对现象学的其他

批评仍然是有效的。此外 ,如今我们已经可以从中看出他的误解产生的基本原因:他把胡塞尔在《逻

辑研究》中提出的本质直观方法和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观念》第一卷中提出的先验还原方法

混杂在一起讨论 ,显然是一种不太严格的做法。

当然 ,在第二版中仍然有许多对胡塞尔的批评被保留下来 。④ 这些批评主要是针对《逻辑研究》而

发的 ,并且尤其是针对其中的本质直观方法以及相应的明见性原则。但批评也同时指向意向性的理

论以及与此相关的内感知理论。这两个理论都是在当时受到广泛注意和讨论的学说 ,最初为布伦塔

诺 、施通普夫 、胡塞尔等人所提出和展开。

在此之后不久 ,在逻辑实证主义与现象学之间还发生过第二次交锋。与前一次不同 ,第二次的交

锋在当时并未公开 ,而是在维也纳学派内部进行的。具体地说 ,在 F.魏斯曼记录的维特根斯坦与维

也纳学派的谈话中 ,可以发现 1929年在石里克和维特根斯坦之间进行的一次对话。魏斯曼将这个对

话附以“反胡塞尔”(Anti-H usserl)的标题。

在这段对话中 ,首先是石里克提出与胡塞尔相关的问题 。石里克似乎还在为他在《普通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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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也可以用石里克在《普通认识论》的第二版中回应的说法:用一种“过于尖锐”(ǜbersch arf)的口吻(M .S chlick , A l lg e-
meine Erkenn tnislehre , Berlin:Verlag von Ju lius Sprin ger , 1925 , s.127 , Anm.3)。

这个回应的全文是:
固然 ,我曾一再要求付出“艰苦的研究” 。但这并不有别于例如数学家对任何一个想参与对数学事物的谈论 、甚至敢于对数学

科学的价值提出批评的人所提的要求。无论如何 ,对一门学说不付出为把握其意义所必需的研究 ,却已经对它进行批评 ,这就违
背了文献之认真性的永恒规律。要想深入到现象学之中,必须付出辛劳;凭借自然科学或心理学的学识以及任何历史哲学的学识
是无法免除这种辛劳的 ,它们只能减轻这种辛劳。但是,每一个承受这种辛劳并且起而达到那种罕为人所施行的无成见性的人 ,
都会获得对这个科学基地之存有的无疑确然性 ,同样也获得为此基地所要求的方法之特权的无疑确然性, 正是这种方法 ,在这里
与在其他科学中一样 ,才使得概念上确定的工作问题有可能具有共性 ,才使得我们有可能对真与假做出确然的决断。我必须再次
强调 , M .石里克的案例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偏离 ,而是他的整个批评都建立在一些歪曲意义的偷梁换柱做法之
基础上(参阅《逻辑研究》 II/ 1 , B2 Ⅵ -Ⅶ )。

M .Schlick , A l lg emeine Erkenntnislehre , a.a.O., s.128.
石里克还在其他场合批评胡塞尔的现象学 ,这里对此不再展开。



中与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的争论感到困惑 ,并因此征求维特根斯坦的意见 ,由此而引出维特根斯坦

对胡塞尔现象学的一段批判性论述:

石里克:应当怎样来反驳一个认为现象学的陈述是先天综合判断的哲学家 ?

维特根斯坦:如果我说:“我没有胃痛” ,那么这句话假设了胃病状态的可能性。我目前的状态和

胃痛状态可以说是处在同一个逻辑空间中。(正如我说:“我没有钱” 。这一陈述已经预设了我确实有

钱的可能性 。它指示着钱-空间的零点。)否定命题预设了肯定命题 ,反之亦然 。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陈述:“一个对象在同一时刻不会既是红色的又是绿色的。”我用这个陈

述只是想说:我至今为止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对象吗 ?显然不是 ,我的意思是:“我不能(kann)看到这样

一个对象” , “红和绿不能(köennen)在同一个场所” 。在这里我就要问:“能(kann)”这个词在这里是什

么意思 ? “能”这个词显然是一个语法(逻辑)概念 ,而不是一个实事(sachlicher)概念。

现在假设“一个对象不能既是红色的又是绿色的”这个陈述是一个综合判断 ,而且“不能”这两个

字意味着逻辑不可能性。由于一个命题是对它的否定的否定 ,因此 ,必定也存在着“一个对象能够既

是红色的和绿色的”这样一个命题。而这个命题同样会是综合的。作为一个综合命题 ,它具有意义 ,

而这就意味着:被它所表现的事态能够存在 。因此 ,如果“不能够”意味着逻辑不可能性。那么 ,我们

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能够还是可能的。

对于胡塞尔来说 ,在这里只剩下一条出路———宣称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对此我的回答将是:语

词是可以发明的;但我在其中却无法思考到任何东西。①

仅就这个对话文本来看 ,可以认为维特根斯坦对胡塞尔的思想相当了解 ,至少是对《逻辑研究》十

分熟悉。他的指责应当是直接针对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三研究中(A 235/B1 239)所提出的观点而

发。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两节中对此展开讨论。②

二

在以上被历史地再现出来的争论中 ,方法问题看起来构成了这些争论的重点与核心。从方法的

分歧出发 ,争论还会进而更深入涉及实事领域 ,如对意向性的不同看法;退而更宽泛地涉及不同的哲

学立场和时代精神 ,如观念主义的出发点 ,还是语言主义的出发点。

就胡塞尔这方面而言 ,由于他涉及的范围较广 ,既包含意识分析的层面 ,也包含语言分析的层面 ,

因此 ,或许用“现象学分析”的标题来涵盖这两者是比较合适的。而在他的对立一面 ,把石里克和维特

根斯坦放在一个标识下则较为困难。困难主要是就维特根斯坦而言:既不能把他称作逻辑实证主义

者 ,也难以把他称作分析哲学家或语言哲学家。但勿庸置疑的是 ,我们仍然可以把这两个对立面的基

本思想风格称作“分析的” ,因此他们之间极有可能产生出实质性的对话。

两派之间的真正分歧在笔者看来主要是立场上的分歧 ,或者说 ,是出发点的分歧。这个分歧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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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it tgenstein , Wit tg enstein und der Wiener Kreis , Gespräeche , aufgezeichn et von Friedrich Waism ann , Fran kfu rt am
M ain , 1984 , s.66.在此后的另一次谈话(1930年 1月 2日)中 ,石里克再次提及胡塞尔的先天综合判断。但维特根斯坦没有回答
与胡塞尔相关的问题部分(参阅:a.a.O., ss.78-79)。

施皮格伯格认为 ,从这里还不能确定维特根斯坦对胡塞尔的否定是根据他自己对胡塞尔的直接认识, 还是借助于石里克
在提问中的描述。他认为维特根斯坦对于他自己的现象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关系看来似乎是态度暧昧。施皮格伯格自己估
测 ,维特根斯坦对胡塞尔的了解是间接地通过对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的阅读。但他提供的 J.N.芬德莱(J.N.Fin dlay)的
资料 ,却可以说明维特根斯坦对胡塞尔《逻辑研究》的直接接触:“芬德莱教授在一次谈话中告诉我 ,当他在 1939年向维特根斯坦
提及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时 ,令其感到有些惊讶的是 ,维特根斯坦还是对该著的旧版感兴趣(参阅施皮格伯格:《维特根斯坦的`现
象学' 之谜”》 ,第 121-122页以及第 116页注 2)。



在各自哲学的称号中已经表露出来:在逻辑经验主义的称号中已经包含着一个认识二元论的设定:理

性主义和经验主义。逻辑经验主义者们虽然各自还有不同的见解 ,但一般会认可这样一个论断:“从

根本上来说存在着两类断言 ,一类是必然的 ,其有效无关于经验 ,一类是事实性断言 ,是综合的命题 ,

其有效或被否定仅仅依据于经验。”这种二元论并不像以往传统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二元论那样把

逻辑数学与经验事实截然分割开来 ,而是对它们加以某种结合:逻辑本身被允许结合到经验之中。因

而石里克把这种“逻辑同实在和经验的关系”的见解明确地称之为“哲学中迈出的最重大的一步” 。①

而在现象学这方面 ,对现象的执拗的坚持初始时会给人以偏好经验的印象 ,但当人们看到胡塞尔

和早期海德格尔始终只在一般的意义上使用“经验”一词 ,同时却赋予“直观”以其方法上的至高地位

时 ,他们与逻辑经验主义的区别就逐渐显露出来。现象以各种方式显现给我们 ,但最原初地是以直观

的方式显现给我们。而在这里至关重要的是:在现象学的代表人物胡塞尔 、海德格尔和舍勒等人看

来 ,甚至可以说:在所有现象学家看来:这种直观既可以是感性经验的直观 ,也可以是观念本质的直

观。在这个意义上 ,胡塞尔可以在方法上仅仅诉诸于直观 ,并把它看作“一切原则之原则”或“第一原

则” , ②它能够为我们提供最终的对于人的认识来说是最后的根据 ,或者说 , “最终的教益” 。③

石里克在《普通认识论》中以很大的篇幅来批判地分析这种直观 ,并将它归入到不是认识的那一

类东西中。无论是柏格森还是胡塞尔 ,或者布伦塔诺 ,都被石里克予以坚决的回绝。他认为他的观点

与直观哲学处在最尖锐的对立之中;直观哲学的最大错误在于混淆了知晓(Kennen)与认识(Erken-

nen),而这可能对哲学带来最严重的后果 。“直观只是体验 ,而认识却完全不同 ,是更多的东西 ,直观

的认识是一个语词矛盾(contradictio in adiecto)。”④

石里克的学生洪谦曾仔细研究过他的老师对直观理论的看法 ,他认为:“从石里克的论述中可以

清楚地看出 ,在所有科学理论中表现出来的不是`纯直观' 或任何神秘的要素 ,而是理性知识与经验知

识的结合:因为在这样一种理论系统中构成其要素的命题只有通过数学的或逻辑的推演才能彼此联

系起来 ,而任何的`直观的' 经验的客观有效性只能通过感观知觉在经验上加以检验。”⑤

因此 ,对直观问题的不同看法 ,构成现象学与逻辑经验主义之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分歧 ,也是前

面所说的出发点分歧之一 。而在这个分歧中的最突出的分歧更是在于:是否存在“普遍表象” ,即对种

类客体或观念存在的表象 ,例如对一 、三角形 、红的表象。这类观念对象对于石里克来说是不存在的 ,

它们只具有纯粹术语的含义。对象既然是虚构的 ,也就无法谈论对它们的真正直观或表象 ,它们只会

将人们引向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当前如此被赞誉和使用的`现象学方法' ……越是被严格地运用 ,它

就越是将人们引向虚无飘渺的地方 ,却无法提供任何现实的知识。”⑥

现象学 ,尤其是胡塞尔的现象学 ,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早在胡塞尔的第一部著作

《算术哲学》中 ,他就已经提出了“观念化的抽象”的问题。可以说 ,对观念存在的信念 ,甚至要早于现

象学运动本身 。⑦ 而在现象学运动的突破性著作《逻辑研究》中 ,他更是明确地指出:“作为思维统一性

的逻辑概念必定起源于直观;它们必定是在某些体验的基础上通过观念直观的抽象而产生并在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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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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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克拉夫特:《维也纳学派———新实证主义的起源》 , 第 28-29页。
Husserl , Ideen I , H ua III(Den Haag , 1976)§ 24.
胡塞尔:《逻辑研究》 II/ 2 , A 140/ B1 141。
M .Schlick , A llgemeine Erkenntnisleh re , a.a.O., ss.11 , 74-86.
洪谦:《论逻辑经验主义》 ,北京:商务印书馆 , 2005年 , 第 49页。
M .Schlick , A llgemeine Erkenntnisleh re , a.a.O., s.23.
胡塞尔自己在《逻辑研究》中回顾说:“随这个命题〔客观-观念必然性命题〕一起得到突出的是 ,明见性的思想从本体论

上转变为纯粹本质规律性的思想 ,这对进一步研究的内容来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我的《关于 1894年德国逻辑学著述的报告》
(《系统哲学文库》 ,第三卷 ,第 225页 ,注释 1)中,我已经十分明确地进行了这一转变。”(《逻辑研究》 II/ 1 , A 235/ B1 240注)



抽象中不断得到其同一性的新的验证。换一种说法:我们在对逻辑学所提出的规律的意义 ,对`概

念' 、̀判断' 、̀真理' 等等及其各种划分做初步反思时 ,我们决不会仅仅满足于`单纯的语词' ,即 :̀对

语词单纯的象征性理解' 。”①这意味着 ,意识不仅具有在经验层面上构造感性对象的功能 ,而且也具有

在观念层面上构造观念对象的功能。观念对象对感性对象在现象学的意识分析中享有同等的地位和

权利。

胡塞尔这个基本观点原则上有别于柏拉图的观念论 ,因此他不会接受石里克的指责 ,即重又落入

到“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中的指责 ,而是反过来回击说 , “他〔石里克〕对现象学的意义所做的其他论述

同样是不真实的。”②

这个反驳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成立的 ,因为胡塞尔在第一版中已经试图将自己的学说与“两种错

误解释”划清界限:“第一种错误解释在于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对一般之物做实在设定 ,在于设想处于思

维之外的一个实在的种类存在” ,这意味着柏拉图实在论的错误;而“第二种错误解释在于以心理学的

方式对一般之物做实在设定 ,在于设想处在思维之中的一个实在的种类存在” 。胡塞尔将它视为新老

唯名论的共同错误。这两个错误虽然相互对立 ,但却拥有一个共同的设定:“如果种类不是实在之物 ,

并且也不是思维中的东西 ,那么它们就什么也不是 。”

从总体上看 ,胡塞尔的批评主要针对唯名论 ,因为他相信 ,在他那个时代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实

在论 ,即对一般对象或观念的形而上学实在设定 ,而是来自唯名论 ,即对一般对象或观念的心理学实

在设定:“我们可以将那种柏拉图化的实在论看作是早已完结了的东西置而不论。相反 ,那些似乎趋

向于心理学化的实在论的思想动机在今天显然还有效用。”③胡塞尔在整个第二逻辑研究中都在讨论

这个问题 ,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说是已经对石里克的指责作了预先的回应。

在《观念》第一卷中 ,胡塞尔对实证主义的反驳也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 ,即实证主义把实证的概念

局限于经验的实证上:“`实证主义者'有时混淆各种直观间的基本区别 ,有时虽然看到它们之间的对

立 ,却由于为其成见所束缚 ,从而只愿承认它们之中的某一类直观是正当的 ,甚或唯一存在的。”④

我们在这里无须再去重现胡塞尔的全部论证。这将意味着对胡塞尔大部分思想的再构 。这里只

需要强调:如果胡塞尔在直观问题上 、尤其是观念直观的问题上让步 ,他也就完全可以放弃他的所有

哲学立场 ,也就是说 ,放弃他作为哲学家生存的权利。因此 ,在逻辑经验主义和现象学之间的这个分

歧是不可调和的。

三

对于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试图在实在论和唯名论之间寻找一个中间点的做法 ,维特根斯坦在

与石里克的对话中进行了批驳。石里克是以一个“应当怎样来反驳一个认为现象学的陈述是先天综

合判断的哲学家 ?”的问题来开始这次“反胡塞尔”的谈话的。可是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假问题或错

问题 ,因为胡塞尔从来没有认为现象学的陈述是先天综合判断。他虽然赞成康德的相关命题 ,认为它

并未成为“古典”而仍然具有现时的有效性 ,但他也从未声言现象学的陈述是先天综合判断。

准确地说 ,胡塞尔更多地认为:他的现象学分析揭示了意识的先天综合能力 ,从而印证了康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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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逻辑研究》 II/ 1 , A 7/ B1 5。
胡塞尔:《逻辑研究》 II/ 1 , B2 VI。
胡塞尔:《逻辑研究》 II/ 1 , A 121-122/ B1 122-123。
胡塞尔:《观念》 I ,第 79页。



统觉理论。听见一个声音或看见一个东西 ,这在石里克看来还不是认识 ,而只是知晓。而在胡塞尔这

里 ,它们已经表明自己是最基本的认识活动 ,是意识的统摄能力的结果 ,这个能力最基本地表现为将

杂乱的感觉材料处理加工成一个时空中的对象的立义(Auf fassung)能力或统摄(Apperzeption)能力 ,

亦即意识的构造能力:“一个感性的材料只能在一定的形式中得到理解 ,并且只能根据一定的形式而

得到联结 ,这些形式的可能变化服从于纯粹的规律 。”①

当然 ,退一步说 ,现象学是否会承认自己的陈述是先天综合判断 ,这个问题虽然并非不重要 ,但无

论是对于我们这里的讨论 ,还是对于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来说 ,都不是决定性的。因此我们在此不做深

究。

维特根斯坦在回答时所关心的问题更多在于:胡塞尔是否指出了一种在综合命题和分析命题之

间的第三种可能性。维特根斯坦用“一个对象在同一时刻不会既是红色的又是绿色的”这个例子表

明:根本就没有什么先天综合判断。

很难查证维特根斯坦是否的确仔细研读过胡塞尔的《逻辑研究》 ,尤其是其中的第三研究。② 但维

特根斯坦在这里所举的例子和所做的评论 ,看起来完全就是针对《逻辑研究》中的胡塞尔而发的。

我们可以从胡塞尔的相关论述出发来展开这个例子:在第三研究的第 12节中 ,他专门讨论了分

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分析命题以及相关的分析规律(必然性)只含有形式概念 ,综合命题以及相关的综

合规律(必然性)则含有实事概念。胡塞尔的结论是:“如果我们具有分析规律和分析必然性的概念 ,

那么当然也就可以得出`先天综合规律' 的概念和`综合先天必然性' 的概念。每个以一种方式(这种

方式不允许对这些概念进行表达)包含着含有实事概念纯粹的规律都是一个先天的综合规律。这些

规律的殊相化就是综合的必然性:其中当然也包含经验的殊相化 ,如 :̀这个红不同于那个绿' 。”③

需要注意 ,胡塞尔在这里没有提到“能”(käennen)这个概念。他所举的红和绿的例子是一个先天

综合的命题。相当于给“A 不是 B”的形式命题赋予了实事的内涵。但维特根斯坦从中推出了一个助

动词“能”的概念 ,并用它来否定先天综合判断的必然性。这里的关键在于:这个“能”究竟意味着什

么。维特根斯坦认为“能”是一个逻辑概念 ,而不是一个实事概念。因此 ,当“红”和“绿”代表着实事概

念 ,而“能”又代表着形式概念时 ,我们便遭遇一个先天综合的判断。根据维特根斯坦的分析 ,这个判

断最终会导致一个类似悖论的结论。

在这个论证中 ,维特根斯坦使用了两个前提:其一 , “能”是一个逻辑概念 、形式概念 ,因此它不包

含任何实事的内涵。其二 ,“一个命题是对它的否定的否定” ,或者说 ,“否定命题(反题)预设了肯定命

题(正题)”。因此 ,只要反题成立 ,正题也就成立;只要“不能”成立 , “能”也就成立。将这个可能性再

移入到这个综合命题中 ,就会出现“一个对象能够既是红色的又是绿色的”这一个结论。

实际上这两个前提在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中都受到过讨论 ,尤其是在对穆勒的心理主义观点的

批判中。但胡塞尔的结论恰恰相反:就第一个“能”(können)的概念而言 ,他认为:“只要`能够'

(können)这个词是在与`思维' 这个精确的术语的联系中出现 ,它指的就不是主观的必然性 ,即不能进

行另一种表象的主观无能力(Unfähigkeit),而是不能有另一种存在的客观-观念的必然性。后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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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胡塞尔:《逻辑研究》 II/ 2 , A 668/ B2 196。
胡塞尔称这项研究“是充分理解以后各项研究的一个根本前提”(《逻辑研究》 I , B XV)。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还在二十年

代 ,胡塞尔便把阅读第三研究推荐为对他著作之研究的“最佳出发点” 。参阅 W.R.Boyce Gibson , “From Hu sserl to Heidegger.
Excerpts f rom a 1928 Freibu rg Diary by W.R.Boyce Gibson” , ed.by H.S piegelberg:The Journal o f the B ri t ish S ociety f or

Ph enomeno logy , 2(1971), s.78.转引自 U.Panzer , “Einleitung der Herau sgeberin” , in Logischen Unter suchung en II/ 1 , a.a.
O., s.XLI.

胡塞尔:《逻辑研究》 II/ 1 , A 248/ B1 256。



其本质在绝然的(apodiktische)明见性意识中成为被给予性。”①换言之 ,在“A 不能既是 A 又是非 A”

的命题中 ,A 与非 A 的不相容性并不是主观的不能够 ,而是客观的不相容。这个客观 ,是指观念的客

观 ,观念客观的不相容性 ,决定了经验的不可能性。换言之 ,排中律所涉及的不是在一个意识中相互

矛盾的表象的实在不相容性(或如穆勒所说:两个相互矛盾的信仰行为的不能共存),而是它们的观念

不相容性。因而胡塞尔说:“在种类上已被明察为不相容的东西 ,在经验的个别情况中就不可能一致 ,

因而不可能相容。”②这里可以看出 ,对观点对象和观念存在的认定是一个关键之处 ,维特根斯坦的论

证没有接受胡塞尔的这个前提 ,而是从另一个路径出发 ,因此并没有对胡塞尔构成实质性的反驳。

另一个对反题的论述与此相似 ,也在《逻辑研究》研究中出现过。实际上弗雷格也怀疑过这种否

定必定以肯定为前提的语法规则。而胡塞尔在这里所说的几乎是对维特根斯坦的一个回应:“与可能

性相连接的是不可能性 ,作为一个具有同等权利的观念 ,它不能仅仅被定义为对可能性的否定 ,而是

必须通过一个特有的现象学事实来加以实现。无论如何 ,这是不可能性概念能够得到使用的前提 ,尤

其是它在一个公理中……能够出现的前提 。关于不可能性与不相容性之说法的等值性向我们指明 ,

这个现象学事实可以到争执(Widerst reit)的区域中去寻找 。”③显然 ,这里的关键在于 ,维特根斯坦是

从语言规则的角度出发来谈论否定 ,胡塞尔则始终回溯到现象学的直观事实层面上 ,把问题引向观念

对象和本质直观的领域。在他看来 ,否定的概念仍然需要在直观的领域中获得其明见性 ,而不是通过

某种形式的推论。

从这里的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维特根斯坦对先天综合判断不可能性的论证与胡塞

尔对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的论证 ,实际上是在各自的前提下进行的。维特根斯坦最后对胡塞尔的

批评 ,最终是立足于一个出发点的分歧 ,立足于各自理论立场的分歧 ,因此最终也是一个外在的批评:

“对于胡塞尔来说 ,在这里只剩下一条出路———宣称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对此我的回答将是:语词

是可以发明的;但我在其中却无法思考到任何东西 。”④

而胡塞尔这方面却可以回答 ,这第三种可能性的的确确存在着:“如果我明察到 , 4是一个偶数 ,而

这个被陈述的谓语的确与 4这个观念对象相符合 ,那么这个对象也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臆想 、一个单纯

的说法(f acon de parler)、一个实际上的虚无。”⑤他预先给出了对维特根斯坦的反驳 ,一个同样是外在

的反驳:“如果我们将所有那些存在着的东西都合理地看作是存在的 、看作是就像我们在思维中明见

地把握为存在着的那样的存在 ,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去否认观念存在的特有权利。实际上在这个世界

上还没有一门诠释术能够将这些观念对象从我们的言语和思维中消除出去 。”⑥

这里的问题显而易见地在于:在胡塞尔直观到根本性的东西的地方 ,维特根斯坦只发现了生造的

空乏语词。对胡塞尔而言最终的东西 、亦即绝对的自身被给予性在这里遭到否认。在这种情况下 ,胡

塞尔将会无奈地说:“假如他不具有另一种感官 ,我们怎么能使他信服呢 ?”⑦

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诉诸使他的论点如今显得更富有吸引力。即便他认可话语中某种常项的存

在 ,他也不把他看作本质或观念的表露 ,而是看作语法要素的显现。究其原因 ,很可能是因为如托马

斯·泽伯姆所说 ,“作为语言分析或者作为对语言导论的解释而出现的哲学 ,在具有一个物质上可把

握的`躯体'的语言中预先给出了一个能够加以探讨的领域。它能够作为某种探究 、而不是作为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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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胡塞尔:《逻辑研究》 II/ 1 , A 235/ B1 240。
胡塞尔:《逻辑研究》 II/ 1 , A 670/ B1 198。
胡塞尔:《逻辑研究》 II/ 2 , A 576/ B2 104。
W it tgens tein , Wit tg enstein und der Wiener Kreis , a.a.O., s.66.
胡塞尔:《逻辑研究》 II/ 2 , A 576/ B2 104。
胡塞尔:《逻辑研究》 II/ 1 , A 125/ B1 126-127。
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 ,倪梁康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1986年 ,第 89页。



任意生造的概念体系之建构出现。”因此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对语言的偏好是 19世纪实证主义激

情的不自觉延续 ,“这种激情想把哲学从思辨的和形而上学的建构引开 ,转向实事本身。”①也许可以

说 ,二十世纪的观念主义(Idealismus)和语言主义(Lingualism us)是从不同立场上对实证主义意向的

展开 ?

而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 ,在胡塞尔与维特根斯坦-石里克之间最基本分歧在当时很有可能就回

溯到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上:究竟逻辑是可以允许被结合到经验之中 ,还是本身就产生于直观之中。

当然 ,即便维特根斯坦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动摇 ,即便他在一定时期内或许会与胡塞尔同行一

程 , ②他们之间仍然还有一个原则性的差异无法最终消除 ,它表明为对一个问题的不同回答:纯粹逻辑

-语法规律究竟只是人类理智的规律 ,还是每个理智一般的规律。

四

由石里克开启的这场争论 ,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两种时代精神的冲突。可能争论的始作俑者尚

未自觉到这一点 ,但在这场争论以后的展开过程中却越来越明显地得到表露 。

就总体而言 ,维特根斯坦属于语言主义的代表人物 ,而胡塞尔则原则上还属于观念主义的维护者

和倡导者。他们各自基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范式 ,两个无法调和的范式。所谓的“语言主义” ,是借用了

托马斯·泽伯姆对眼下的时代精神的一个定义:“既然人们以此为出发点:若一种理论立场想通过向

观念的回溯来理解所有被给予我们的东西 、并且除了观念的实存之外不想承认其他任何东西的有效

性 ,这种理论立场便被称作观念主义(Ideali smus),那么 ,人们也就可以把那个以拉丁词 ling ua(语言)

为出发点的二十世纪哲学称作语言主义(Lingualismus)。”③在这个意义上 ,海德格尔 、奎因以及当代

一大批重要的思想家 ,都属于语言主义的行列 ,他们共同完成了二十世纪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合唱 ,

即所谓语言的转向或语言学的转向。他们使语言主义成为当今哲学的范式 ,使观念主义成为某种例

外情况 ,成为背时的东西 。

这个转向在迈克尔·达米特看来是从弗雷格开始的。但弗雷格本人却并不是一个语言主义者。④

弗雷格与胡塞尔在非语言主义的立场上有共同点。可是无论是弗雷格的后继者(如维特根斯坦 、奎因

等),还是胡塞尔的后继者(如海德格尔 、德里达⑤等),都在很大程度上选择了语言主义的路向。更严

格地说:忠实于弗雷格的研究者 ,最终会把结论导向语言主义 ,而忠实于胡塞尔的研究者 ,最终会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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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Th.Seebohm , “Perspektiven des Lingu ali smus:H eidegger und Quine” , in Alb ert Raf felt (H rsg.), Mar tin Heid eg ger

wei terdenken , Mǜnchen/ Zǜ rich:Verlag Schnel l & S teiner , 1990 , ss.10-11.
按照徐英瑾的研究 ,维特根斯坦在这个问题上有过短暂的动摇:“在《略论逻辑形式》中维氏的确流露出了一种将`现象描

述'与`逻辑形式刻划' 相结合的强烈倾向 ,也就是说 ,逻辑形式没有被看成逻辑学家在书斋里炮制出来的游戏规则 ,而被视为活生
生地显现于现象中的东西。”(徐英瑾:《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之谜》 ,《复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 1期 , 第 81页)若果如此 , 那么
这里就隐含着一个在笔者看来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个胡塞尔与维特根斯坦共有的现象学方案 ? ———而在胡塞尔这方面 ,尽管他与
维特根斯坦一样是 、并且也一再自称是“永远的初学者” ,却从未对观念存在以及相关的本质直观的可能性 、对先天综合判断的存
在产生过怀疑。就笔者的初步印象来看 ,在胡塞尔与维特根斯坦之间还有许多可以展开的研究角度。但目前的相关研究 ,极少是
从胡塞尔思想背景出发做出的(对此可以参阅徐英瑾:《关于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问题的诠释史———从 20世纪 60 年代末到本

世纪初》 ,《学术月刊》2005年第 4期 ,第 41-48页)。这将是一个非常值得发掘的问题域。
Th.Seebohm , “Perspektiven des Lingu ali smus:H eidegger und Quine” , a.a.O., s.33.
M .达米特(M .Dum met t):《分析哲学的起源》 ,王路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2005年 ,第 5页。
泽伯姆极其敏锐地指出一个事实:“即便解构主义也还是语言主义的 ,因为用语法取代逻各斯(logos)的做法 ,并未突破语

言主义的框架” (T h.S eebohm , “Perspekt iven des Lingualismu s:Heidegger u nd Quine” , a.a.O., s.10)。



观念主义的立场。①

泽伯姆曾明确表示 ,他在逻辑哲学的研究中宁可追随胡塞尔的非语言主义立场。这也是笔者始

终认同的基本立场 ,并因此视他为同道。当然 ,泽伯姆采纳这个立场有其自己的理由或原因 ,主要是

在于:他通过对逻辑哲学的研究 ,包括通过对奎因和海德格尔之间特殊对立的分析而得出结论:“语言

主义在逻辑哲学的基本问题方面始终是`模棱两可的' 。”②

当然 ,反过来说 ,现象学的直观哲学立场也未见得就能提供胡塞尔所追求的那种完全充分的明见

性和自身被给予性 ,否则它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会比自然科学更有说服力。尤其是在现象学后期的发

展中 ,对直观和领悟的过多诉诸的确已经导向某种程度的神秘性 。但纵使如此 ,相对于语言主义的立

场而言 ,它在逻辑哲学的根本问题的探讨上至今仍然不失为一个值得把握的可能出发点 。③

事实上 ,本质直观并非现象学的专利 ,例如数学家和普通人也在运用它。一般说来 ,在对红的事

物的感性感知和对红的观念的本质直观之间只需要有一个目光的转向。但维特根斯坦和石里克 ,当

然也包括胡塞尔 ,囿于各自的立场 ,从一开始就不准备接受对方的出发点 ,因此 ,两个阵营之间的对话

也似乎从一开始便被注定了无所收益的命运。但是 ,或许对维特根斯坦作为心智哲学家的可能性的

探讨 ,对弗雷格(可能还有布伦塔诺)作为沟通两个流派的思想家之可能性的探讨 ,最终可以为解决某

些实事性的问题提供一些帮助。M .达米特在《分析哲学的起源》的序言中曾表达过一个希望:“本书

是由因为分析哲学的实践者撰写的。尽管我一直关注的是说明这两个学派的创建者在二十世纪初相

互有多么密切 ,当时在他们发生分歧的地方 ,我也只能站在分析派一边进行论证 。如果有一本书涵盖

同样的范围 ,又是从现象学的观点撰写的 ,它就会是一本非常令人感兴趣的同样有分量的著作。我希

望有人会写这样一本书。”④

这更是笔者作为现象学实践者的一个衷心期望 !因为弗雷格和胡塞尔的确应当被看作是两条思

想河流的发端(达米特将他们比作多瑙河与莱茵河的源头),对其起源 、流向和归宿的分析很可能

会———如达米特所言⑤———导致对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思想进化的最重要的和最令人困惑的特征的揭

示 ,并且有助于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学派对自己历史和对方历史的理解。

责任编辑:任宜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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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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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这也意味着坚持康德的立场。对于这个立场 ,泽伯姆曾概括地说:“康德在语言中发现范畴形式 ,因为范畴形式就是知性
的形式 ,后者最初在直观形式中通过想象力而被图式化并因此而对对象具有客观有效性。超出对对象的规定之上规定着语言的
乃是知性范畴 ,而不是规定着知性和对象的语言及其范畴形式。”(Th.Seeb ohm , “Perspek tiven des Lingu ali smus:H eidegger u nd
Quine” , a.a.O., s.10.)

Th.Seebohm , “Perspektiven des Lingu ali smus:H eidegger und Quine” , a.a.O., s.10.
笔者曾在《现象学与逻辑学》一文中讨论过这方面的问题 ,参阅《现代哲学》2004年第 4期 ,第 87-96页。

⑤　M .达米特:《分析哲学的起源》 ,第 5 、26页。


